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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与理念:湘西苗族水崇拜的生态人类学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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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湘西苗族基于武陵山区生态环境系统,生成了生态实践和生态理念,处理了环境保护和社会发展之间

的关系。湘西苗族的水崇拜受地质、山川、气候等自然地理因素影响,在民族迁徙过程中,坚守民族传统文化根基,

形成了与武陵山区相互适应的生态实践,从生计方式和祭拜行为两方面体现出平等、和谐、节制的生态理念。随着

湘西苗族社会的发展,与水崇拜相关的生态理念遵循文化发展的内在机制,纵向上反映人与自然互动的全貌。作为一

种应对生态问题的文化形态,湘西苗族传统生态理念应该被重新认识,发掘其当代价值,在与现代社会相互调适中实

现创新,才能有利于地方生态文明建设,进而为西南少数民族地区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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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工业时代，人类滥用日益增长的技术力量导致植被锐减、水土流失、荒漠化、大气污染等生态问题不断发生，由此引发的

生态危机威胁着人类自身的生存以及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基于此，生态人类学致力于研究人类与环境的关系。欧美学者形成了

环境解释的不同理论传统，如环境决定论、环境可能论、生态学观点(包括文化生态学、种群生态学、系统生态学)，对人与环

境的认识实现了从相互对立到相互作用的发展;产生了文化生态学、文化变容、生态系统论、文化相对论、现代主义者的二分法、

政治生态学等方法论[1]。日本学者立足扎实的田野调查，从探索人类的进化发展到重视人类生活的环境，联系现代社会，着眼环

境、资源、女性等问题，拓展了生态人类学的研究范围[2]。我国生态人类学肇始于 20 世纪五十年代，历经七十余年的发展，基

本形成了独立的学科分支。疏理国内相关研究成果，生态人类学在理论上，基本遵循西方理论路径，在中国国情中实现了理论

自觉，代表性的理论有经济文化类型理论，适应模式理论，知识、变迁和权力理论等[3];方法上，坚持田野调查，区域从西南、

西北、东北扩展到了东南、内陆地区，对象囊括了水土、森林、草原、沙地等;内容上，越来越关注国家与地方的互动，国家政

策的影响，以及地方传统文化的开发;注重环境保护与社会发展的关系，带有较强的对发展的反思和对现实的人文关怀。同时，

长时段研究视角和整体性分析框架已经被学界普遍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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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涉及人与自然关系互动的过程，少数民族地区的自然崇拜现象是生态人类学重要的研究内容，其中从万物之本原的水

生发而来的水崇拜成为关注的重点。水崇拜源自原始社会早期，受生产力和认知力的局限，人依附于自然，只能依靠生活需求

培养出的直觉来选择崇拜对象，再借助幻想的力量从自身分化出对立面，并赋予其灵性和神力，使这个对立面作为一种异己的

力量反过来支配自身的行为，水崇拜成为具有祈雨求丰年、祈生殖繁衍原始内涵[4]的文化现象。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人从自然

中分离出来，把自然视为人之外的环境，并将自己放在环境中加以认知，在生态实践基础上形成生态理念。其中，水资源、水

环境的认识与信仰处于水文化的核心地位，是一个民族宇宙观、世界观和价值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一个民族水文化的最终形

成及其持续发展发挥着关键的作用。[5]较之于工业社会日益严重的生态状况，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生态环境保护较好。学界对西南

少数民族地区水崇拜的研究较多，整体上从侗族、傣族、彝族、佤族、壮族、藏族、土家族、哈尼族等民族的原始信仰、农耕

文化、人生礼仪等角度入手，归纳出上述民族水资源利用和管理的方式，衍生出珍视资源、节约使用的生态意识。 

纵观水崇拜的研究成果，关于湘西苗族的并不多，且大都包含在自然崇拜当中。笔者在田野调查中发现，湘西苗族水崇拜

文化现象保存较为完整，在地理、气候等方面涵盖了较为丰富的类型，能够代表西南少数民族水崇拜的普遍性。以调查点凤凰

县为例，它是少数民族聚居区，苗族人口较多且历史悠久;地貌整体上呈现出“八山一水一分田”的特点，地形从东南到西北海

拔升高，依次为低山、高丘、中低山、中低山原、中山等类型;气候为亚热带季风湿润性气候，分为较暖区、中间区和西北高寒

山区三种类型。在此生态环境系统下，水作为重要的生存资源，不仅成为崇拜对象，在一系列生态实践上还衍生出独特的生态

理念，反映出人与自然互动的全貌。目前，湘西苗族与其他西南少数民族一样，在生态文明建设和地方社会转型的大背景之下，

面临着生态保护和地方发展的双重困境，如何理性处理二者的关系，以及将产生于原始社会、形成于农耕时期、遵循文化发展

内在机制的生态理念，作为一种应对生态问题的文化形态，内嵌于工业化乃至后工业化的现代社会体系，成为值得探究的问题。 

二、湘西苗族水崇拜文化现象的生成 

每一个民族要得以生存和发展，必须凭借自身成体系的文化，向经由特定文化加工并与特定文化相适应的人为外部环境索

取生存物质，寻找精神寄托。这种人为外部环境就是该民族的生境[6]，即生态环境系统。它在史前时期能够限制人类的认知和行

为，即使现在，人类仍然无法超越其提供的生存空间。湘西苗族的生态环境系统不止局限于地质状况、气候因素等“人-地”静

态方面，还应包括长时段的“人-史”动态层面，空间之纬与时间之经相互交织，整体作用于民族发展历程。湘西苗族生态环境

系统为民族生态实践和生态理念的形成提供了基础。 

(一)“人-地”空间形态的影响 

湘西苗族的“人-地”空间形态，包括水、土壤、矿产、大气、生物、太阳能等所有资源，侧重于自然生态环境。它是湘西

苗族的栖身之地，为湘西苗族的发展提供了生存空间。湘西苗族水崇拜文化现象的生成受到地域的限制。 

受武陵山区地理、山川、气候等生态因素的影响，湘西的自然环境呈现出干旱和洪涝并存的特点，极易出现夏涝秋旱的天

气。武陵山区，地势掀斜，山岭丛聚;地质为石灰岩，多石牙峰丛、落水洞、洼地、漏斗、阴河;是典型的沟壑纵横、溶洞多样、

地表渗漏严重的喀斯特地貌。气候为亚热带季风湿润型，春夏两季受夏季风控制，降水较多;而夏秋受副热带高压影响，气温高，

蒸发大，极易长期出现无雨或少雨的天气。地下水以碳酸盐岩溶裂隙水为主，受大气降水影响明显。土质疏松贫瘠，且面积有

限，土壤蓄水保水能力差，塘库淤积增大，对降水的蓄积利用率低，对气候调节效应性差。地方志资料也显示，湘西苗族地区

少雨、多暴雨山洪现象并存。 

湘西地质结构不太紧密，有空隙洞穴，能够储存和输送水源。在构造运动和长期溶蚀作用下，石灰岩角度发生倾斜，出现

褶皱、溶孔，水源受到断层和岩体的阻挡，凭借强大的静水压力，从地下的裂隙中涌出地面，形成泉眼。湘西苗族水源大都来

自泉眼。泉水的变化与季节降水量、农耕使用程度密切相关。春耕时期，降水较少，农业灌溉用水较多，缺水问题出现。夏季

如果降水较多，受地质、岩层、土壤等的影响，储水条件有限，极易发生洪灾;如果雨水不多，气温较高，泉水减少，水源断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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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容易造成旱灾。水量多少影响生活用水和农业灌溉，对于乡民生活和生产意义重大。 

(二)“人-史”时间关系的作用 

湘西苗族的“人-史”时间脉络，着眼于民族发展时间过程为介质的长时段历史。长时段理论通过时间和空间、地理与历史

的统一，让现时和过去相互说明，成为社会科学在整个时间长河中共同从事观察和思考的最有用的河道[7]。湘西苗族的水崇拜文

化现象，无法脱离其社会文化环境，只有穿过苗族迁徙的历史表层，把握时代特定的感知和感觉习惯，揭示那些隐藏在下面的、

影响集体存在的深层结构力量，才能看透苗族整个文明的发展趋势。 

湘西苗族先民发源于黄河下游的黄海之滨，九黎部落与炎黄部落激战，向南迁徙到江淮流域;唐虞时期以三苗为主体又和尧

舜禹部落抗衡，不断向西、向南迁移;战国时与南蛮集团融合形成荆楚蛮，先后受到楚国和秦国的挤压，迁入武陵山区。[8]由此

可见，湘西苗族生存空间由适于耕作的平原湖泽变为多山少田的崇山峻岭，而维系“人-地”关系的农耕为主要的生产方式并未

改变。受限于武陵山生态环境，较之于土地神崇拜文化内涵从山神、社神到寨神的显著变迁[9]，水崇拜保佑风调雨顺、农业丰收、

洁净驱邪的意义相对稳定，但是其生态实践得到丰富。同时，数次迁徙使苗族饱受颠沛流离之苦，一旦有条件安定下来，水作

为重要的生存资源，必然成为村寨选址的考量因素。 

从水资源充沛的江淮平原到相对匮乏的武陵山区后，湘西苗族与国家大传统文化分流，在相对独立的地理空间中缓慢发展，

生成了地方小传统文化。他们承袭了大量的先秦文化因子，在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就已生成的水崇拜文化现象得到发展，以适

应新的生存环境，出现了多样的生态实践，继续完善先民朴素的生态理念。尽管生存的实践方式发生了变化，但尊重自然、感

恩自然、珍视资源的民族文化基因得到保留和传承，促使湘西苗族在动态演进中实现人与自然关系的平衡。 

三、生态实践:生计方式与祭拜行为 

人类行为造成环境变化，环境变化也会反作用于人类社会发展。湘西苗族拥有一套适应所处生态环境系统的社会文化体系，

在生态实践中平衡着人与自然的关系。生态实践留存在人类有意识记载的地方志中，更弥散于集体无意识里，承载着人类对自

然的认知和行为。前者通过查阅文字记录的资料即可获知，后者则需要借助人类学的田野调查，从地方志、信仰仪式、口述材

料，乃至日常生活轨迹中探悉。因此，全景式展现湘西苗族的生态实践，既要追溯地方志，归纳环境变迁背后的技术驱动、制

度安排和意识理念等人文因素;更要考察现状，运用田野调查描述环境与社会互动的生态实践。湘西苗族的生态实践包括世俗领

域的生计方式和神圣领域的祭拜行为，至今仍在乡民日常生活中展演。 

(一)世俗领域中的生计方式 

生计方式依赖于乡民按照其既有的必然性展示富有民族、地域特色的生态实践。湘西苗族受“三四月间，水潦淫溢。五六

之交，暑炎蒸腾”[10]的生态环境的影响，对作为“万物之本原，诸生之宗室”的水倍加珍视。 

1．生活方面 

生活方面的生态实践围绕水源和水井展开，反映出湘西苗族对水的珍惜。乡民因地制宜，积极适应生存环境，合理利用水

资源，自觉进行管理。 

新建村寨时，稳定的水源是必须考量的指标。马鞍山苗寨有一孔泉眼，水量丰富，山江镇自来水厂成立之前，一直是乡民

饮用和灌溉的水源，被称之为“挑不完”的井或“打狗冲”。1 每个苗寨都会选择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泉眼作为寨子的水源，分布

在寨子中心和边缘等不同位置，以泉眼为中心修砌水井。如遇天旱缺水，寨子的水源不足时，乡民会在水井处守水，自觉排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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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水;在水源断流前就要到山上寻找新的水源。冬季海拔较高的腊尔山、禾库等乡镇，如出现结冰现象造成缺水，乡民会到地势

较低的地方找水。 

苗寨的水井大都用石板修砌，依据地势搭建棚顶、砌水槽、水池，顺着水流方向分出饮用和清洗两个功能区，水源充足的

水井还会细分出饮用、洗菜、洗衣物的区域。乡民用水时按照约定俗成到相应位置，自觉清理青苔、落叶等杂物，保持水井及

周边的整洁。 

以水井为中心，还延伸出与水相关的挑水禁忌。例如，正月初一凌晨要到水井处挑春水，寓意新年财富源源不断。正月的

龙日，忌讳挑水、清洗物品，否则会打扰到龙神，导致水源中断，一年干旱。 

2．生产方面 

生产方面的生态实践直接指导农事活动，蕴含着科学的气象知识。湘西苗族受制于山多田少的地理条件，形成了“披其榛

芜，纵火焚之，然后开垦”[11]的刀耕火种的生产方式，将农作物的丰歉寄托于天降时雨和调度用水。 

民间流传的岁时占稔、天气谚语基本上都与雨水、农事相关。例如，“谚云:饭前落雨出门担柴，饭后落雨好打草鞋。又云:

望雨莫望东边雨，没饭莫望郎合女。又云:十日雨连连，高山也是田。又言:六月雨龙脑髓。”[12]《凤凰厅志》(乾隆本、道光本)、

《乾州厅志》(光绪本)、《永绥厅志》(宣统本)都载有“占候”“占雷”“占云”“占虹”“占雨”“占霜”“占雪”“占河”

等的民谚俗语。民国时期，石启贵在《湘西苗族实地调查报告》中专列章节，记录了 51条湘西苗族的时序月占，用来记叙与农

事有关的气候征兆。 

水资源能够得到合理、有效的利用。受地形所限，湘西苗族的田地大都依据山势开垦，面积不大。乡民在附近寻找水源，

修筑水渠引水灌溉;也会在山顶合适的地点开挖土塘，聚集山体渗水和山岭之间的冷凝水，开凿多条水槽引入田地。田地种植水

稻、玉米、红薯、蔬菜等作物。水稻是湘西苗族的主食，稻田中还会养鱼，充分利用有限的水资源。玉米和红薯较为省水，种

植更为广泛，除了食用，主要用来饲养家畜、家禽。 

水资源管理主要体现在约定俗成的处理民间纠纷的乡规民约中。生产用水大都私人协商。如遇久旱、两家有矛盾等原因，

尤其有水故意不给用，或专门把废水排到别人田地，被拒绝的人和田地遭受损失的人不服气，将事态扩大升级，双方请寨长、

家族长辈或者能办事的人出面调解。历史上不同寨子之间因水资源缺乏导致纷争的情况较为常见，甚至会引起械斗，由地方有

威望的长者们协调、商定后，有序用水。 

(二)神圣领域里的祭拜行为 

民间信仰层面的生态实践成为地方社会固有的认知理念和行为规范。湘西苗族有着“信巫鬼，重淫祀”的信仰惯习，对水

的祭拜活动延续至今，留存在民间，表现出乡民对水以及水本身清洁能力的崇拜。生态实践从集体认知的角度调和人与自然的

矛盾，用象征性的仪式来维护社会秩序。 

一是对水井、老天爷的祭拜。水井是日常用水的保障，老天爷事关生产收成，都与水有直接关系，反映出湘西苗族对水及

其灵力的重视。据当地人介绍，每逢年节，每月初一、十五，或家中有人生病、丢魂，女性长辈都会带数量不等的酒、肉、香、

纸钱等祭品到泉眼处或水井旁敬拜，祈求水源不断、祛灾禳福。每到春耕时节，乡民先请阴阳先生择吉日，届时家中男性长辈

或壮劳力带数量不等的香、纸、白酒和猪肉等祭品到田地里，敬奉老天爷，祈求风调雨顺。 

二是对雷公、龙王等司雨神的祭拜。他们是能够兴云致雨、司水理水的神祇。湘西苗族每逢久旱，以寨为单位，集资备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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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羊、公鸡、猪肉、白酒、稻米、纸钱、香等祭品，请传统巫师巴代到苗寨周围的水沟、河边或者附近山洞祭祀雷公、龙王，

祈求降雨。苗族传统巫师巴代分为巴代雄和巴代札两种，前者民族传统文化保留多，后者受汉族影响较深。一般情况下，求雨

仪式由巴代札主持，凤凰县山江镇东就苗寨因巴代雄求雨更为灵验，一直请巴代雄。2013年 7月 21日(农历六月十四)东就苗寨

的求雨仪式在川洞洞口进行。首先请神，巴代雄身着民族传统服饰，站在贡桌前，烧蜂蜡、焚香、念咒、挽诀、摇铃、执筶、

上生，用苗语吟唱总经，请祖师下界协助法事，先诉说求雨缘由，再请各位司雨的龙王到场。其次敬神，将用开水褪毛、烫过

的羊肉和鸡肉各部位切一小块，和米饭放在贡桌上。桌下也增添了熟食。巴代雄吟唱经文，向三位龙王上熟，请其享用祭品，

并商量降雨数量和时间，以期用现有贡品求得最多的雨水。再次送神，待龙王们享用祭品之后，巴代雄吟唱经文将其送回居住

的山洞。恭送祖师之后，寨民分食所有祭品，“沾龙王带来的灵气。”祭祀仪式与石启贵民国时期调查所记录的“祭雷求雨法”[13]

相类似。 

三是洗屋。湘西苗族如家中不顺，会请巴代雄做洗屋法事。时间多选在农历二月、三月、四月、八月的吉日，地点在主家

堂屋中央。2015 年 4 月 5 日(农历二月十七)在凤凰县千工坪乡豹子洞苗寨龙姓主家举行了一场洗屋仪式，一只母鸡、七尺布、

一升米、五张五色纸、十个米粑耙、五杯酒、一斤肉等祭品准备就绪，巴代雄点燃蜂蜡，唱辞，再左手拿一碗放一块银子或金

子的龙水(必须从井里提取)，右手拿黑色长布、牵鸡，分别在堂屋里的四根宁东(即柱子)处洗屋三遍，将坏日子、坏事情洗走。 

此外，山江地名的变化也与水相关，最初称叭固，意为干旱的山洞;后修建了山江水库，就用水库名做地名。水还成为湘西

苗族本土学者对民族族源的重要解释。龙文玉认为，苗族来源除了蝴蝶卵生说、青蛇胎生说和龙图腾说之外，还有螃蟹滋生说。

相传螃蟹打井，井水滋生出了繁衍苗族先民的女性始祖。苗族水生型释源神话认为水是与生命密切相关的存在形式，人就源自

水。2 

湘西苗族的生态实践根植于特定的生态环境系统中，呈现出明显的民族和地方特色。其中生产惯习更多的是有意识的历史

记载，而生活状态，尤其是祭拜行为呈现出集体无意识。乡民在日常生活中，通过历史记忆、文化阐释、信仰仪式来展演生态

实践，利用无形的文化方式维系地方社会生产、生活秩序，消释人与自然的紧张关系。湘西苗族依靠以生计方式和祭拜行为为

主要内容的生态实践，长期保持了生态环境与地方社会关系的平衡。 

四、生态理念:平等、和谐、节制 

某一地域的民族在特定的生态环境系统中创造并传承的文化，折射出民族的精神特质和生态智慧。[14]传统社会之所以能应

对自然的不确定性和历史的不可预知性，不仅因为生态实践反复展演，更得益于具有明显价值取向的认知理念。湘西苗族对自

然有着独特的感知与体验，在特定的思维水平和社会进程下形成的生态理念体现出内在的适用性、传统的继承性、文化的稳定

性等特点。湘西苗族的生态理念是苗族对人与自然关系知识观念的表述，在民族传统文化与地方生态环境相互调适的过程中不

断生产、再生产。 

(一)笃信万物有灵，民胞物与 

湘西苗族的生态理念以万物有灵为思想基础，源自乡民长期积累的情感体验，折射出亲近友善的自然观。他们相信人与自

然万物平等，坚守泛爱众生的原则，“信奉灵魂和未来的生活，信奉主管神和附属神。”[15]这些信念转化为日常生活中的生态

实践，奠定了湘西苗族的哲学和文明的根基。 

湘西苗族水崇拜以水作为信仰对象，坚信其基本形态具有清洁功能，还因其内在滋养万物的灵力，与雷神、龙王等拥有强

大力量的诸神关联，主宰人世间的降雨，从而引起乡民对水的实体(如河、泉、井)以及与其关联神(如雷公、龙王、老天爷)的

祭拜行为，延伸出诸多禁忌、历史记忆、释源神话。水与天、山、土地、枫树、竹子、洞穴等自然物，以及人自身，平等地存

在于湘西苗族生活空间中;水也和云、虹、河、雷、霜、雪、风等拥有各自完整的生命力，共同作用于农业收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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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西苗族秉持民胞物与、物为同类的理念，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地利用有限的水资源，珍惜一切自然物，生态环境得到保

护。山上田地利用山体渗水和冷凝水灌溉，只有在植被茂盛的条件下，空气湿度大，草木才能涵养水源，山体自然渗水又不会

引发土质疏松，水蒸汽才会在冷凝过程中生成液态水。 

湘西苗族充分肯定生态环境中自然万物的价值，并对他们亲近、关爱、感恩、尊重、敬畏，秉持仁爱万物之心，推爱及物，

善待一切生命，实现了自然本身的价值，“支持人类的持续生存，支持其他生命的持续生存，从而支持自然界本身的发展和演

化”[16]。 

(二)主张人与自然相互依存，和谐共生 

湘西苗族的生态理念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为核心，体现出人与自然是相互作用的整体，二者的发展是复杂的、动态的、不

可分割的历史过程[17]，遵循人类与代表自然的环境因素作为有机整体而存在，相互依存，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统一。 

湘西苗族的水崇拜，受地区气候、地貌、水文，以及民族迁徙、生计方式、民间信仰等因素综合影响，展示着人与自然彼

此交融的互动发展，呈现出湘西苗族的整体意识。学者分析认为各环境要素是整体关联的。这样才使刀耕火种的生产方式在较

为脆弱的生态环境中延续了两千多年，并一直保持着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据乡民回忆，除了连续一个多月滴雨未降、气温偏

高，或某一时段降水量巨大这类极端的气候之外，日常生活生产用水都能通过不同区位寻找水源、利用不同类型的水源、合理

管理水源等方式，在人与自然长期互动过程中积累的经验得到满足。可见，人与自然同生共存的理念已经成为湘西苗族可持续

发展的潜力和动力。 

对水的各种祭拜行为是湘西苗族期望实现人与自然同生共存的手段，在感情上追求终极精神关怀，从精神层面通过祭祀来

达到对自然的认同，展示出民族的气质、世界观，进而达到人内心的平和。求雨仪式满足了乡民被神关照的精神需求，获得乐

观、坚强生存下去的信心和勇气。乡民一面通过祭祀宣泄着收成无望的焦虑，坚信祭祀过后就会祈求到雨水，满怀希望期待着

丰收。一面即使在降雨未果的情形之下，以“神仙也和人一样，总有说话不准的时候”来宽慰自己，走出困境。 

(三)强调取有度用有节，永续发展 

湘西苗族的生态理念以取有度用有节为实现方式，知足节制的生存理念已经潜移默化为理性自觉的资源利用方式。乡民的

生计实践和信仰实践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湘西生态的承载能力，目的在于促进民族的永续发展。 

一方面，从万物有灵、民胞物与衍生而来的生态伦理关怀，促使湘西苗族珍惜资源、保护生态、爱护生命，遏制贪欲，形

成了节制的生活方式，处理地方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问题。在凤凰县田野调查中了解到，曾有投资者承诺给马鞍山村委

会一笔资金来开发寨中的泉水，但遭到了乡民的普遍反对，他们坚信泉眼是祖上留下来的，象征着生存资源的永续不断。尽管

现在这孔泉眼已不再是主要的水源，乡民仍会将泉眼周围打扫得干净整洁，逢年过节还会祭拜。马鞍山乡民新时期仍严格遵守

“禁乱伐，护山林，异耕地，为子孙”的村规民约。这些保护水源、爱护山林耕地的集体行为，实现了人与自然的互利发展。 

一方面，村寨多个水源的分布，对不同类型水资源的利用和管理，反映出湘西苗族对水资源均衡布局的观念。由水的清洁

功效引申出的挑水时间、猫死家中、未出月子妇女到家、异性夫妻同床、尸体停放家中等禁忌，因用水引发的纷争按照约定俗

成的乡规民约来协调，成为湘西苗族日常生活中必须严格遵守的行为规范。水崇拜把人与自然关系社会化来巩固社会认同，其

实是对集体力量的承认，也是集体言行的自我约束，并在传统社会结构中由于长期的习惯得到强化，生计方式和祭拜仪式成为

了表现社会规范和维护社会秩序的形式。 

五、湘西苗族水崇拜对少数民族地区生态文明建设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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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人类学关注的生态问题是人与自然关系出现矛盾的后果，而湘西苗族与水崇拜相关的生态实践和生态理念促使地方生

态环境得到了有效的保护，也为社会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基础，践行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态文明思想。这就表明，

湘西苗族随着地方社会的发展，认识到人与自然是双向互动的关系。具体而言，人是自然环境中的一部分，依赖自然而生，自

然为人类提供了生存空间和生活物资;人又是具有集体思想和行为的群体，以其特有的文化反作用于自然;文化是人与自然互动

关系的介质。 

新时代，湘西苗族从传统向现代转型，对水资源的利用和管理呈现出科学、高效的特点。乡民普遍接受教育，文化水平得

到提升，采用科学的用水、管水技术。生计方式从农业生产为主转向就地或外出务工为主，农耕为辅。土地由家庭联产承包制

向资源变资产发展，乡民不仅可以获得务工的就业机会，还是经营的主体，成为股东、参与分红。村集体将集体土地、林地、

水域等自然资源，通过入股等方式加以盘活，种植茶树、猕猴桃、核桃树等经济作物，统一规划、种植、管理，引用现代高科

技灌溉技术，提高水资源的利用率。 

脱贫攻坚期间，湘西苗族基础设施得到全面改善，水资源的利用和管理方式都发生变化。以凤凰县山江镇为例，在地方政

府和水利部门的支持下，山江一库、高农、千潭、猪槽坑、早岗、肉垅、山江二库等较大型的水库进行了扩容和加固，各个村

寨修建了标准化蓄水池，每家每户都接通自来水，每半年进行水质检测，保障了饮用水源的稳定和安全。每个村都有水管员专

门负责蓄水池和输水管道的日常维护，如定期投放消毒片、处理漏水、疏通管道等，和保洁员一起维护水源和蓄水池片区的卫

生。镇区饮用水由山江水厂提供，按每吨两元收费;村寨水费由村委会组织村民民主协商制定，按常年外出、偶尔返乡、经常居

住不同情况收费，每个月不超过十元，水管员收齐后上缴村集体，由集体支配使用。灌溉水渠连通各村寨主要田地，在作物需

水时期，水管站分时段按区域对水库放水。如遇严重缺水，由政府部门统筹安排分时段供水，协调水源分配，对严重缺水村寨

安排水车统一运水，甚至实施人工降雨缓减旱情。农作物减产的损失也有相应的保险进行补偿 3。可见，湘西苗族在社会转型期，

生计方式发生巨变，乡民对水的生态实践里祭祀仪式大幅减少，更多的是由政府和相关部门进行宏观调控，统一调度。这样既

满足了乡民生活生产用水需求，也避免了不同地区的用水纷争，水资源的利用和管理向现代化、科技化发展。 

相形之下，传统的生态理念仍根深蒂固地影响着湘西苗族当下的生态实践，一方面，湘西苗族的生态理念在生态实践中完

成其行动的意义，在长时段历史中找寻到了人类活动、社会发展和环境保护关系的平衡点，表明了其内在的生命力和适应力;也

是民族可持续发展的内生性力量，嵌入地方文化结构并影响社会运行，表达了区域性民族的生存智慧。与水崇拜相关的生态理

念已经普及到诸如植被、土壤、生物等整个生态系统中，实现各生态要素良性互动。在海拔较高的禾库、腊尔山等乡镇，良好

的生态环境促使山体渗水和山岭间冷凝水形成，极大地缓减了农业灌溉水源不足的问题。这都得益于湘西苗族平等、和谐、节

制的生态理念，成为当下生态文明建设要承袭的优秀民族传统文化。 

另一方面，湘西苗族的生态理念遵循文化发展的内在规律，保持着与社会发展相一致的革新惯习，不断与时俱进。其不仅

依靠自身发展动力革故鼎新，也积极吸收包容其他文化的精华，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任何一个民族的生态环境系统

中的时间和空间都是相互交融的，长时段的写作方式强调从古至今到未来的多重文化时空层叠整合[18]。文化的发展是传统与现

代相互协调和包容的过程，传统文化经过选择、转换、解释，被一层层地重叠、整合到现代文化结构中。在生存空间由平原变

为山区后，湘西苗族因地制宜利用长期积淀的生态理念，延续生活地域变迁之前的文化根基，积极适应生存环境，结合现实情

形，生发出新的文化形态，做到了传统文化的动态更新。 

民胞物与、和谐共生、永续发展以万物有灵为基础，组成湘西苗族传承至今的生态理念，关注人与自然互动关系的历史变

迁过程，聚焦社会关系及其处于主要地位的文化，做到从历史到当下延伸至未来的连贯过程。在未来发展过程中，湘西苗族的

生态理念视域扩大到与环境及其变迁有密切联系的、直接或间接的领域，通过人连接文化，着眼社会发展。湘西苗族生态理念

实现了宏大叙事到微观表述的转向，回归到人本主义的终极诉求。 

放眼民族发展的长时段历史，湘西苗族在地方区域小生境与民族文化微社会里，民族生态理念在民族发展历程中实现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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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自然关系的和谐均衡，只有客观认识湘西苗族生态理念，才能发挥其时代价值，对当代生态文明建设有所裨益。湘西苗族发

展要立足于现代社会体系，传统生态理念与现代社会调适的过程也是其传承和弘扬的过程。生态文明建设与生态理念是双向互

动、相互促进的关系，生态理念指导生态文明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丰富和完善生态理念。这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具有典型性，

因为地区生态环境系统相似，各民族发展历程和趋势相仿，生态实践和生态理念在表现形式上略有差别，但文化根基都发源于

远古时期。湘西苗族生态理念从现实层面回应了社会发展和生态保护关系的问题，契合当地社会发展和生态保护统一的需求，

只有与现代社会相互调适中实现创新，重新认识并发掘其在当地的生态价值，才能有利于地方生态文明建设，为西南少数民族

地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一定的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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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凤凰县马鞍山村民龙生全讲述。 

2凤凰县山江镇人龙文玉讲述。 

3凤凰县山江镇组织委员杨佳介绍。 


